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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时任北宋将作监丞李诫（字明仲）主持编修、经宋徽宗批准镂版海行的崇宁版《营造法式》，是我国

传统建筑领域最重要的历史文献典籍。自朱启钤1919年发现李明仲《营造法式》，并由此催生中国建筑

史学开始
‹1›
，对这部《营造法式》的研究，即成为建筑史学与生俱来的永恒课题，始终伴随着中国建筑

史学的发展，具有无与伦比的学术地位。建筑学迄今唯一的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由梁思成领衔的

“中国古代建筑理论及文物建筑保护的研究”
‹2›
，其核心成果即是清华大学对李明仲《营造法式》的注释

和研究。

回顾《营造法式》的研究史
‹3›
，我们可以看到数辈学者薪火相传的画卷，从《营造法式》版本的校勘、

注释，到文献与建筑实例的对比互证，再到探求《营造法式》所载建筑形制的来源与流布，以及《营造法

式》所见证的社会历史变迁等等，蔚然大观。近百年间，建筑史学对这部李明仲《营造法式》的研究，已

然经历了由文献而建筑，由建筑而历史，由历史而文化的数次嬗变。

那么，这部堪称中国建筑史学奠基石的李明仲《营造法式》，究竟面世于何时呢？中国史学有考辨

历史文献的学术传统，核心问题之一就是文献的问世时间。但就笔者之浅见，似未有学者对李明仲《营

造法式》的镂版时间进行深入考辨，有的只是俯拾即是的结论，即：李明仲《营造法式》刊行于北宋崇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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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该文通过对李明仲《营造法式》中所存《劄子》、《进新修营造法式序》和《营

造法式》各卷卷首处李诫署名官衔的异同分析，并证以相关史料，提出了李明仲《营造法

式》的镂版时间应为北宋崇宁三年（1104）六月至十二月间，尤以六月至九月可能性最

大，有别于学界视为定论的崇宁二年（1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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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年（1103）。此说见于各种相关论著，如《营造法式注释（卷上）》
‹1›
、《中国古代建筑史》

‹2›
、《重印陶湘仿

宋刻本〈营造法式〉序》
‹3›
、《李诚研究》

‹4›
等等。唯一有所不同的说法是，在《影印宋本〈营造法式〉说明》一

文中，提出了李诫上《劄子》为崇宁二年元月十九日，《营造法式》获准颁行为崇宁三年正月十八日的观

点
‹5›
。该文指出，以往崇宁二年之说系误读《劄子》所致，但该文未明确指出《劄子》遭误读之处，亦也未

考证镂版海行的时间。该文自1992年发表（2011年再次发表）以来，仅个别文章以崇宁三年为李明仲《营

造法式》颁行的年代，且亦未加考证
‹6›
。所以，崇宁三年说从未得到建筑史学界的重视和承认。

《营造法式》刊行于崇宁二年的“定论”，源自李明仲《营造法式》起首部分存录的《劄子》，在这份崇

宁二年正月十九日的北宋中央政府官文中，明确提到了如下内容：因元祐年间修成的《营造法式》只有

料状，无变造制度，造成工料太宽，关防无术，将作监官员李诫于绍圣四年（1097）十一月二日奉旨重修

《营造法式》，于元符三年（1100）内成书进奉，圣旨批准，录送在京官司执行。后，李诫认为，建筑工

程以关防工料最为要切，《营造法式》应内外皆合通行，请求皇帝批准镂版海行其编修的《营造法式》，

“臣今欲乞用小字镂版，依海行敕令颁降。取进止。正月十八日，三省同奉圣旨：依奏”
‹7›
。

这篇《劄子》日期明确，内容详实，具官方权威性，自然成为李明仲《营造法式》有力的身世证明。最

早引用《劄子》中“崇宁二年”的学者是宋人晁载之，《续谈助》卷五记载，崇宁五年（1106）十一月二十三日

抄“崇宁二年正月通直郎试将作少监李诫所编《营造法式》”
‹8›
，其后，南宋人陈振孙明确提出《营造法式》

镂版颁布于崇宁二年；《文献通考》卷二百二十九“营造法式”条，引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称，“崇宁二

年颁印”
‹9›
。因此，在李明仲《营造法式》镂版时间这一问题上，近百年来，学界继承前说，广泛认同“崇

宁二年”这一时点，使之成为“常识”而影响深远。如，2003年在浙江宁波保国寺举办了规模盛大的“纪念宋

《营造法式》刊行900周年学术研讨会”，即为一例。

但以崇宁二年为李明仲《营造法式》的镂版刊行时间，是否绝无可疑之处呢？

实际上，晁载之“崇宁二年正月通直郎试将作少监李诫所编《营造法式》”一说，虽然写于崇宁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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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造法式》斗栱榫卯探微》，《中国建筑史论汇刊》页192－233，20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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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但内容明显有误，李诫编《营造法式》在绍圣四年至元符三年间，并非崇宁二年，崇宁二年正月只是

申请镂版海行的时间，所以，晁载之的说法，虽然最接近《营造法式》颁行的年代，但并不准确，不过值

得注意的是，晁载之并未说《营造法式》“颁行”于崇宁二年。颁行于崇宁二年的说法最早见于南宋藏书家

陈振孙，而此时，距李明仲《营造法式》颁行已历100多年，陈说既非亲历，也未加考证，实不足凭。

欲破此题，须从李明仲《营造法式》自身蕴含的历史信息入手，详加考证，方可获知真相。

一  李诫官职变化与《营造法式》的关系

《劄子》记录了李诫申请镂版海行《营造法式》的原委，崇宁二年正月十九日，批准镂版海行的敕令下

达。但落实敕令的镂版及海行行为，是否一定完成于崇宁二年之内呢？崇宁二年正月，只是皇帝批准镂

版海行《营造法式》的时间，并不是完成镂版并实现海行的时间。从拿到皇帝的敕令，到准备镂版，继而

完成镂版，再到海行颁布，其间必然经历若干工作环节，其所消耗的时间究竟有多长，是否超越了崇宁

二年？在《劄子》及《营造法式》文本的各部分中，均无直接交代。

在研读李明仲《营造法式》的过程中，笔者发现了或可解开这一问题的线索。李明仲《营造法式》在

《劄子》之前，还有一篇由李诫亲自撰写的《进新修营造法式序》，序中涉及到若干营造制度及其演变的

信息，如“不知以‘材’而定‘分’，乃或倍枓而取长”
‹1›
、“非有治三宫之精识，岂能新一代之成规”

‹2›
等内容，曾

引发学者的关注。但就本文来说，其最关键的信息在于，《劄子》和《进新修营造法式序》之间存在时间不

同的证据。

我们注意到，在《劄子》和《进新修营造法式序》中，李诫的官职明显不同，《劄子》里李诫的身份是：

通直郎试将作少监提举修置外学等。而在《进新修营造法式序》中，李诫的身份是：通直郎管修盖皇弟外第

专一提举修盖班直诸军营房等。同时，在李明仲《营造法式》各卷卷首，李诫的身份皆为：通直郎管修盖皇

弟外第专一提举修盖班直诸军营房等，与《进新修营造法式序》中的身份信息完全一致〔图一：1、2、3 〕
‹3›
。

据《宋史·职官九》
‹4›
中所载“元丰寄禄格”：通直郎居于宣德郎

‹5›
之上，奉议郎之下。宣德郎之下为宣

义郎、承事郎等，奉议郎之上又依次为承议郎、朝奉郎、朝散郎等阶秩。

在上述两个李诫的署名官衔中，相同之处是，均为“通直郎”；不同之处是，《劄子》中李诫官衔中的

差遣名称是“提举修置外学等”，《进新修营造法式序》中的差遣名称是“修盖皇弟外第专一提举修盖班直诸

‹1›	 朱永春、林琳：《〈营造法式〉模度体系及隐性模度》，《建筑学报》2015年第4期，页35－37。

‹2›	 徐怡涛：《公元七至十四世纪中国扶壁栱形制流变研究》，《故宫博物院院刊》2005年第5期，页86－101。

‹3›	 宋绍定本、故宫本、四库本卷首处的李诫署衔皆同，参见《营造法式注释（卷上）》，页335－339。

‹4›	  《宋史》卷一六九，页4053，中华书局点校本，1977年 。

‹5›	 据《宋史》卷一六九，宣教郎注：元丰本”宣德”，政和避宣德门而改。页4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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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营房等”
‹1›
。根据宋人程俱所撰李诫《墓志铭》，

李诫的主要宦历完成于将作监，升迁依靠主持官

方建筑工程，而官职中的差遣名称随其所主持的

工程而变化。所以，李诫官衔中所负责的建筑工

程信息，可构成李诫在将作监的详细年谱。因

此，只要考证出李诫官衔中有关建筑工程的起止

年代，即可推出《劄子》与《进新修营造法式序》的

时差，进而更准确地定位李明仲《营造法式》的镂

版时间。

由于李诫曾于元符三年进呈过《营造法式》，

并获圣旨批准录送在京官司，所以，首先明确的

问题是，《进新修营造法式序》及各卷卷首处李诫

的署名官衔，是否为李诫在元符三年时的任职，

即，在讨论李明仲《营造法式》镂版时间之前，要

先解决《劄子》署衔与《进新修营造法式序》及各卷

卷首署衔之间的时代顺序。

据《劄子》、《墓志铭》，李诫在绍圣四年至元符三年间编修《营造法式》，时为将作监丞，“绍圣三年以

承事郎为将作监丞，元符中，建五王邸成，迁宣义郎”，“崇宁元年，以宣德郎为将作少监”
‹2›
。  

又据“元丰寄禄格”，李诫在元符至崇宁元年之间所担任的承事郎、宣义郎、宣德郎，皆低于通直郎。

所以，《进新修营造法式序》及各卷卷首处所署官阶，高于李诫在绍圣至元符三年之间的官阶；署衔所对

应的时间，晚于李诫编修《营造法式》的时间。则《进新修营造法式序》及各卷卷首处相一致的署名官衔，

‹1›	 梁思成、曹汛认为，皇弟外第“疑即五王邸”。 参见《营造法式（注释）》序，页7。曹汛：《〈营造法式〉崇宁本——为纪念李诚〈营

造法式〉刊行九百周年而作》，《建筑师》2004年第2期，页100－105。

 案，宋神宗存活六子，哲宗登基后，其余五子即为五王，李诫《墓志铭》中记载五王邸为李诫在哲宗朝负责的建设项目，而在哲宗

朝，李诫未升任“通直郎”，所以，《营造法式》卷首等处署衔的，李诫在通直郎期间主管的皇弟外第，应与哲宗朝修建的五王邸有别。徽

宗是哲宗的弟弟，在徽宗继位后，哲宗朝的五王变为四王，推测：徽宗继位后，继承哲宗故事，为其四位兄弟（申王佖比徽宗年长）修造

府邸，但因亲王数量改变，其工程已不能再叫“五王邸”。据文献记载，徽宗朝有类似的建筑名为“懿亲宅”，后改称“棣华宅”， 《宋会要辑

稿·帝系（二）》：（崇宁）二年二月十四日，诏懿亲宅改名棣华宅。据《墓志铭》，（李诫）其迁承议郎，以龙德宫棣华宅。承议郎在通直郎、

奉议郎之上，李诫以尚书省完工而晋升奉议郎，以棣华宅升承议郎，则此“棣华宅”建成年代必晚于尚书省，因此，“皇弟外第”绝非“五王

邸”，应为“棣华宅”的别称，其在徽宗朝有较长建设周期（可能建设时段为崇宁二年二月至崇宁五年前后）。另，班直诸军营房一项，未见

相关史料。

‹2›	  （宋）程俱：《北山小集》卷三三《劝农使赐紫金鱼袋李公墓志铭》，《营造法式》普及本第四册，附录，页212－213。 商务印书

馆，1933年初版1954年12月重印，作者标点。 又，参证以四部丛刊续编本。

［图一］ 李明仲 《营造法式》 （普及本） 中李诫官衔变化示意图
1. 《营造法式》 正文各卷首处李诫官衔
2. 《进新修营造法式序》 中李诫官衔
3. 《劄子》 中李诫官衔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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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只能是李诫在徽宗朝奉旨镂版《营造法式》时所任官

职了。又，《劄子》的署衔，是李诫申请并获批镂版海

行《营造法式》时的官衔，而此时点，必然早于具体的

镂版行为，所以，《劄子》的署衔早于《进新修营造法

式序》和各卷卷首署衔
‹1›
。

基于以上两点结论：《劄子》署衔早于《进新修营

造法式序》和各卷卷首署衔、《进新修营造法式序》署衔

对应的时间为李明仲《营造法式》的镂版时间，以及

李诫在《劄子》和《进新修营造法式序》中的身份信息

可知，在《营造法式》镂版时，李诫仍为通直郎，其写

《劄子》时所负责修造的“外学”，在《营造法式》镂版

时应已完工，所以，“外学”未出现在《进新修营造法

式序》署衔的差遣名称之内。由此可推断，李诫自通

直郎升迁奉议郎的时间，即是《营造法式》镂版时间的

下限，而“外学”的完工时间，是李明仲《营造法式》镂

版时间的上限。

即：李明仲《营造法式》镂版于：“外学”完工之后，李诫自通直郎升奉议郎之前〔图二〕。

所谓“外学”，就是“辟雍”。元人马端临《文献通考》记载，“徽宗崇宁元年命将作少监李诫即城南门外

相地营建外学，是为辟雍”
‹2›
、 《宋史·选举志（三）》记载， 崇宁元年（1102）“命将作少监李诫，即城南门

外相地营建外学，是为辟雍” 
‹3›
。

二  李明仲《营造法式》镂版时间的上限与下限

检阅《宋史·徽宗本纪》，辟雍投入使用的最初记载，出现于崇宁三年 “十一月甲戌，幸太学，官论

定之士十六人；遂幸辟雍，赐国子司业吴絪、蒋静四品服，学官推恩有差” 
‹4›
。

‹1›	 本文比较的是署名官衔之间的早晚关系，而非《劄子》与《进新修营造法式序》写作时间的早晚，因为《营造法式》在元符三年成

书后，曾进奉皇帝审查，并获准录送在京官司，在这部尚未镂版海行的《营造法式》上，必然有李诫的署衔，并可能也有“序言”一类的内

容，但在正式镂版时，序言和卷首处的署名官衔，被改为李诫的时任职务。所以，署名官衔所代表的时间，不必然等于序言和《营造法

式》各卷写作的时间。《劄子》因其公文属性，在镂版刊行时保持了文件的原状，所以劄子中李诫的官衔未被改为镂版时的官衔。

‹2›	 前揭《文献通考》卷四二《学校三》，页396－397。

‹3›	    《宋史》卷一五七，页3663。

‹4›	 据《宋史》卷一九，“外学”工程的启动时间在崇宁元年八月，“甲戌，诏天下兴学贡士，建外学于国南。”页364、370。

［图二］ 李明仲 《营造法式》 镂版时间区间示意图
（注：该图系作者自绘，图中建筑工程的节点为建筑完工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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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宋人陈均《九朝编年备要》 卷二十七记载，崇宁三年“六月……辟雍初成，诏：荆国公王安石，

孟轲以来一人而已，其以配飨孔子。于是吏部尚书何执中请开学殿，使都人纵观安石坐像”、明人陈邦瞻

的《宋史纪事本末》中，亦有非常近似的记载
‹1›
，或本于《九朝编年备要》

‹2›
。总之，崇宁三年六月辟雍初

成的记载，可与崇宁三年十一月徽宗本纪中初次出现辟雍使用情况的记载相呼应。 

据此，本文将北宋崇宁三年六月，定为李明仲《营造法式》的镂版时间上限。

李明仲《营造法式》镂版时间的下限。李诫《墓志铭》记载了李诫在将作监的主要宦历，其中，徽宗

朝的经历如下：“崇宁元年，以宣德郎为将作少监，崇宁二年冬，请外以便养，以通直郎为京西转运判

官，不数月复召入将作监为少监，辟雍成迁将作监，再入将作监又五年，其迁为奉议郎以尚书省，其迁

承议郎以龙德宫棣华宅，其迁朝散郎赐五品服以朱雀门，其迁朝奉大夫以景龙门、九成殿，其迁朝散大

夫以开封府廨，其迁右朝议大夫赐三品服以修奉太庙，其迁中散大夫以钦慈太后佛寺成。大抵自承务郎

至中散大夫，凡十六等，其以吏部年格迁者七官而已。”

据《墓志铭》知李诫在崇宁元年任宣德郎将作少监；又据《劄子》，崇宁二年正月，李诫为通直郎试将

作少监。综合《劄子》和《墓志铭》可知，李诫为通直郎不晚于崇宁二年正月。《墓志铭》中提及，崇宁二年

末或三年初，即“崇宁二年冬……不数月”，李诫奉调回将作监负责辟雍工程，辟雍建成后，李诫由将作

少监升任将作监，但仍为通直郎。据《墓志铭》，李诫自通直郎升奉议郎的勋绩是尚书省工程。李诫自崇

宁二年末或三年初调回将作监，再到最终离开将作监，其间经历了五年，这五年里，李诫以一系列重要

工程获得了超越常规的升迁，自通直郎逐步升为中散大夫。这说明，此时宋徽宗开展了大规模的建设活

动，而李诫作为主持营造的官员，恰逢其时，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就。

结合《墓志铭》、《劄子》、《进新修营造法式序》中李诫的官职信息可知，李诫在尚书省工程期间，仍为

通直郎，尚书省工程完成后，升为奉议郎，但李诫在《进新修营造法式序》署衔的差遣名称中并没有“尚

书省”一项，显然，“尚书省”比“班直诸军营房”的重要性更高，不应在差遣名称中被忽略。这说明，《进

新修营造法式序》署衔的时间（即《营造法式》镂版时间），早于李诫受命主持尚书省工程的时间。因此，

我们可把徽宗朝尚书省工程的发端时间，作为李明仲《营造法式》镂版时间的下限时点。

北宋神宗朝，曾因革新官制，新建尚书省等官署，这些建筑规模壮丽，装修华美，用料考究，但因

屡遭守卒监守自盗，日积月累，损毁严重
‹3›
。据《九朝编年备要》，神宗朝尚书省的建设时间为元丰五年

（1082）至元丰六年（1083）十一月间，工成后，神宗皇帝亲临视察，（元丰六年）“十一月……去年诏建尚

书省至是成车驾临幸”
‹4›
。另据与李诫同朝为官的叶梦得记载，尚书省建成时间为“七月”，《石林燕语》卷

‹1›	    （明）陈邦瞻：《宋史纪事本末》卷四九“蔡京擅国条”：崇宁三年六月“癸酉，辟雍初成。诏：‘荆国公王安石，孟轲以来一人而

已，其以配享孔子，位次孟轲。’吏部尚书何执中请开学殿，使都人纵观。”页486，中华书局，1977年。

‹2›	   （宋）陈均：《九朝编年备要》卷二七，文渊阁四库全书电子版。

‹3›	   （宋）叶梦得：《石林燕语》卷四，页56，中华书局，1984年。

‹4›	 前揭《九朝编年备要》卷二一《幸新尚书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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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记载，“元丰五年，官制初行，新省犹未就，仆丞并六曹寓治于旧三司。司农寺、尚书省及三司使廨舍

七月成，始迁入”
‹1›
。

综合以上史料可知，宋神宗元丰年间，尚书省工程工期的最大值应在一年半左右。

至宋徽宗时，蔡京于崇宁二年正月至崇宁五年正月间任左仆射
‹2›
，他因迷信神宗朝所建尚书省方位

对其不吉，遂动议废神宗元丰年间所建尚书省，迁址新建尚书省，“其后，安家国又谓省居白虎位，故

不利。京又因建明堂，迁尚书省于外以避之”
‹3›
。根据《墓志铭》，李诫主持了崇宁年间尚书省的新建工

程，并因此由通直郎升为奉议郎。叶梦得《石林燕语》卷二，有一段关于李诫依唐制重建尚书省的重要记

载，“都官员外郎安家国自言得唐都省图，六曹在前，持献请迁。遂迁旧七寺监，移建如唐制。既那其

地步，欲速成，将作少监李诫总其事，杀其间数，工亦减裂，余为祠曹郎，尚及居之。议者惜其壮丽不

逮前也”
‹4›
。

又，据王兆鹏考证，叶梦得为祠曹郎的年代为崇宁四年八月至大观元年（1107）三月之间
‹5›
，且叶梦得留

有于崇宁五年九月夜宿尚书新省的记载，“景休与吾同为郎，夜宿尚书新省之祠曹厅，步月庭下，为吾言往

尝以九月望夜道钱塘”
‹6›
，由此可证，由李诫主持建造的尚书省至迟在崇宁五年九月已投入使用。

虽史料中未见蔡京开始建造尚书省的准确时间，但根据新尚书省建设规模明显小于神宗朝尚书省，

且主政者有“欲速成”的心态，笔者参考神宗朝尚书省建设周期的最大值一年半为基准而酌减之，设工

期为一年，自蔡京被罢免的崇宁五年正月逆推
‹7›
，则蔡京新建尚书省的起始时间，当不晚于崇宁四年正

月。若以叶梦得初为祠曹郎的崇宁四年八月为起点，以一年为期逆推，则蔡京新建尚书省的起始时间上

限为崇宁三年八月。

综上，本文判断李明仲《营造法式》的镂版时间下限为崇宁三年岁杪。

  

三  李明仲《营造法式》镂版及海行时间的研究结论

另，综合《石林燕语》与李诫《墓志铭》中关于李诫任职将作少监、将作监的信息分析，似可将镂版时

‹1›	 前揭《石林燕语》卷二《唐宋笔记史料丛刊》，页18。

‹2›	   《宋史》卷四七二《列传 奸臣二 蔡京》，页13722－13725。

‹3›	   （宋）陆游：《老学庵笔记》卷五，页62，中华书局，1997年。

‹4›	 前揭《石林燕语》卷二《唐宋笔记史料丛刊》，页18。

‹5›	 王兆鹏：《两宋词人年谱》页148－150，文津出版社，1994年。

‹6›	   （宋）叶梦得：《避暑录话（二）》卷下，页90，《丛书集成初编》，中华书局，1985年。

‹7›	 徽宗崇宁年间重建尚书省工程，为蔡京倡议主导的工程，若工程期间蔡京被罢免，势必影响工程进度（《宋史》卷四七二《蔡京

传》，崇宁五年初，蔡京罢相后，徽宗“凡其所建置，一切罢之”，大观元年初蔡京复相），而李诫负责的尚书省重建工程顺利完工，并最

晚于崇宁五年九月之前投入使用，则在工程期间，蔡京应始终为相，方可支持此工程得以“速完”。因此，本文以蔡京被罢相的崇宁五年

正月为下限逆推工程的启动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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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更逼近于崇宁三年六月，据《石林燕语》卷二记，尚书省工程由“将作少监李诫总其事”，则李诫主持尚

书省工程时，仍为将作少监，而《墓志铭》称，李诫因为辟雍工程建成而升迁为将作监。考虑到辟雍完工

于崇宁三年六月，因此工程而获得的提升，当不至于拖延半年之久，所以，尚书省工程启动的时间，更

大可能在崇宁三年下半年接近六月的中后时段内。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何《营造法式》各卷卷首处李诫的

官衔，不提其在将作监所任官名，而仅录差遣名，也许是因为，在《营造法式》镂版时，李诫已通过某

种渠道获悉，自己将由将作少监提升为将作监
‹1›
，但囿于正式任命尚未下达，于是隐去其时任的“将作少

监”，只以其通直郎和时任差遣名面世。

综合本文对李明仲《营造法式》镂版时间上、下限的判断，李明仲《营造法式》镂版时间之最大可能区

间为：北宋徽宗崇宁三年六月至崇宁三年十二月间，尤其以崇宁三年六至九月间为最大可能时段。与

《劄子》的崇宁二年正月相比，本文将李明仲《营造法式》的镂版时间后延一年半许。

李明仲《营造法式》镂版后的海行具体时间，未见文献记载。依据前述研究，李明仲《营造法式》的镂

版海行得到了时任宰相蔡京的大力支持，考虑到蔡京于崇宁五年初被罢免，而蔡京被罢免后，“凡其所

建置，一切罢之”，假设李明仲《营造法式》在崇宁五年初仍未实现海行，则将随蔡京被罢黜而遭停止，

只能待大观元年蔡京复任宰相后才可重新进行，但晁载之于崇宁五年十一月抄录了海行的李明仲《营造

法式》，由此，本文推断，李明仲《营造法式》海行时间的下限应不晚于崇宁五年初，即，在蔡京被罢黜

前已经实现海行，海行的时间区间，可以判定在崇宁三年下半年到崇宁五年初之间。

四  结语

本文将李明仲《营造法式》的镂版时间，由学界始终公认的北宋崇宁二年，即公元1103年，改证为

北宋崇宁三年，即公元1104年，海行时间最晚至崇宁五年初，即公元1106年初，看似仅仅1、2年的改

变，究竟有何意义？笔者以为，其意义或有如下两点：

首先，既有研究已经证明，李明仲《营造法式》的镂版海行，对中国建筑演变产生了深远影响，其影

响甚至一直持续至今，很多地区的建筑形制因之改变，出现了由地方作法向以《营造法式》主流形制靠

拢的长期趋势
‹2›
。但是，这一趋势并非在时空中均质地演进，而有着时间和空间上的复杂变化。研究者

‹1›	 从现存史料分析，李诫与蔡京的关系应较为密切，尚书省工程是蔡京力主的工程，交由李诫负责，即可见一斑。崇宁二年正

月，李诫在申请镂版海行《营造法式》的劄子中，专门提及神宗、哲宗朝编修《营造法式》的故事，这与刚拜相的蔡京所奉行的“绍述”政见，

无论在时间还是内容上，都高度契合。崇宁、大观年间，李诫的超常提升，一方面源自其卓越的建筑工程业绩，但其若不受时任宰职的

蔡京赏识，仅凭实际工作业绩，也必然难以获得如此晋升。所幸，未见文献记载李诫参与了蔡京所主导的党争，因此，李诫当以卓越技

术官员的角色而得蔡京重用，《营造法式》的镂版海行，蔡京应起到了重要甚至是关键性的作用。又及，南宋绍兴年间重刊《营造法式》的

官员为秦桧妻弟。由此映射的历史曲折，人物功过，或可一叹。在此，笔者进一步推测，元祐《营造法式》之废弃，似也存在着党争的暗

流，或并非仅因编制不善。

‹2›	 徐怡涛：《长治晋城地区五代宋金寺庙建筑》， 北京大学博士论文（导师：宿白）， 2003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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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可利用这同一趋势下的时空差异，去探求中国古代建筑在李明仲《营造法式》刊行之前和之后的渊源流

变，所以，即使1、2年的改变，也足以让某些纪年实例，例如带有建造纪年的地面建筑、仿木构砖室墓

或带木构建筑形制信息的绘画、器物等文物，由《营造法式》颁行之后变身为《营造法式》颁行之前。而这

一前一后的变化，对建筑史料与《营造法式》渊源关系的阐释，将产生颠覆性的影响，继而，有可能改变

某些建筑形制的时空关系，进而优化我们对中国建筑历史演变的认知。

其次，作为一部学科奠基的历史文献，研究者本应始终对她进行精益求精的历史还原。但是在镂版

时间这一关键问题上，学界长期以来，包括笔者本人在内，都只是简单地继承了前人的成说，而忽视

了历史文献求真永无止境这一史学常识。近百年来，对此问题的疏忽，使今天的我们面临着某种尴尬，

例如，在学界已普遍于2003年高调纪念《营造法式》刊行900周年之后，我们还能为《营造法式》再办一次

真正的刊行900周年纪念吗？而我们，怕也无缘《营造法式》刊行1000周年的纪念了。所以，这一年的错

过，竟也是一生的错过。倘若李诫在天有灵，又将如何看待？

在此，祈愿拙文可起抛砖引玉之效，使建筑史研究更加注重史学求真的方法和态度，更加注重提升

建筑史时空之尺的精度，夯实基础，经营琢磨，诚如此，则不失为一更大之意义。

    

五  余音

通过自1999年以来在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的学习、教学和研究工作，我逐渐领悟到，历史研究的

本质是对既往客观存在的不懈追索。而我们身处于时间不可逆的世界之中，注定了这种回溯将充满艰难

和寂寞。每一个历史存在的真实重现，哪怕再微小，都必须耗费研究者大量的智力与体力作为兑付，对

于经常跋山涉水的建筑历史研究者来说，就更加如此了。

过往沉于黑暗，历史研究者并无可以穿越时空的神器，只能依靠自我心中的光明，才能探查到被黑

暗掩盖的真相。所以，在每一个得到历史验证的成果背后，都必然有着光明的心。当我们深陷黑暗而近

於绝望时，闪烁的心灯，就是最后的希望。

在此，借用本人在《山西万荣稷王庙建筑考古研究》一书后记中的一段话与同道们共勉
‹1›
：

“这世界上有种高贵的精神在人间传承，如丝如缕，但从未断绝，那是在鲁班挥动雷霆之斧之时，

那是在司马迁落下如椽之笔之时，那是在我们凝望着古建筑而为之泪流满面之时。”

本文成稿后，承蒙北京大学邓小南先生审阅、详勘，获益良多，特此鸣谢。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责任编辑：宋仁桃）

‹1›	 徐怡涛（等）：《山西万荣稷王庙建筑考古研究》“后记”， 东南大学出版社，2016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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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onsideration of The Production Date of Ying Zao Fa Shi (Treatise on 
Architectural Methods) by Li Mingzhong of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Xu Yitao	

Abstract: This thesis introduces the judgment that the block print of Ying Zao Fa Shi (Treatise on 
Architectural Methods) was produced during June and December of the 3rd year (1104), most probably 
between June and September of Chongning’s ( 崇宁 ) period of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based on 
Li Jie’s official titles left in Zha Zi, The Preface to Revised Ying Zao Fa Shi and the prefaces to each volume 
of Ying Zao Fa Shi as well as other relevant historical literatures. It denies the previous common idea 
among the academia that Ying Zao Fa Shi (Treatise on Architectural Methods) was compiled in the 2nd 
year of Chongning’s ( 崇宁 ) period (1103).

Keywords: Ying Zao Fa Shi (Treatise on Architectural Methods);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the 
period of Chongning ( 崇宁 ) of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block print

 

Reflections on Some Paintings during The Early Period of The Second 
Diffusion of Buddhism into Tibet: A Mode of Structural Composition and Its 
Transitional Characteristics

Liao Yang		

Abstract: The Tibetan Buddhism paintings —— Manivimānamandala thangka of the 12-13th 
century at Khara-khoto, Bodhimandala thangka of the 13th century and Trisamayavyuharājā Five 
Deityof the earlier 14th century in Shalu Monastery —— are unusually noteworthy among the extant 
works open to the public. Born in the different times and places, but they have in common the styles 
of the deities and composition following the painting guidance to describe the event texts classified as 
kriyātantras, which embody some characteristics of Tibetan Buddhist art during the early period of the 
Second Diffusion of Buddhism (Tib. bstan pa’i phyi dar) into Tibet.

Keywords: Madivimānamandala;  Bodhimandāladkāra;  Trisamayavyuharājā;  Male and Female 
Messengers;  painting guid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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